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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有助于保护城市周边和城市内部重要生态区域和自然资源；引导城市高效、有序开

发建设，防止城市低效蔓延；优化城市建设空间格局，提高城市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本文基于经济与生态

双重视角定义了一个建设适宜性指数，通过计算用地单元建设适宜性指数，并设定决定是否纳入开发边界内的适

宜性指数阈值，对广州市番禺区这一典型大都市边缘城镇的开发边界进行了划定，在建设用地规模保持不变、有所

增加、有所减小等3种不同发展预期下，得出了3种相应的划定方案。结果显示：①番禺区建设适宜性指数较高的

区域与现有建成区吻合程度较高，包含了位于番禺区东北部、西部部分尚未开发建设的战略储备用地。建设适宜

性指数较低区域主要包含了山林、水源保护区、生态廊道、永久基本农田等；②开发边界划定结果中生态廊道体现

明显，将番禺区建设用地分隔为若干组团，且连片的建设用地中有足够的“生态留白”；③开发边界划定结果与现状

建设用地存在一定差异，这有助于引导优化城市建设空间格局、提高城市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3种不同发

展预期下开发边界划定方案的差异主要在于对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同时较高或较低的用地单元的取舍。大都市

边缘城镇由于其自身特征，在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时应兼顾引导、保护和优化的功能。本文采用的城镇开发边界划

定方法综合考虑了经济和生态两个方面，并且具备一定灵活性，适宜在大都市边缘城镇的开发边界划定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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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城市规模迅速扩

张，很多城市出现了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空间粗放

式增长，以及以交通设施建设为导向的城市空间过

度扩张等现象[1]。对城市空间增长的管理和控制不

当可能引发城市生态环境破坏、经济结构失衡、居

住环境质量下降等各种问题[2]。为了减小城市过度

扩张带来的不良影响，国家通过一系列重要会议及

文件要求各地开展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工作，如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根据区域自然条

件，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划定每个城市特别是特

大城市开发边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年）》[3]、《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4]等文件

强调，要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限制城市无序蔓

延和低效扩张，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

提升式转变。

部分政府文件、技术标准以及学术研究对划定

城镇开发边界的目的及其应发挥功能作用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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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探讨和阐述。其中表述较为完整、全面的是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2018年 7月发布的《国家标准<

新型城镇化建设多规合一实施编制规范>（征求意

见稿）编制说明》[5]提出城镇开发边界是控制城市空

间蔓延、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保护资源生态环

境、引导城市合理有序发展的公共政策工具。城镇

开发边界的功能应包括：保护城市周边和城市内部

重要生态区域自然资源；引导城市高效、有序开发

建设，防止城市低效蔓延；优化城市建设空间格局，

提高城市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根据国家要求并结合实际工作中的探索，当前

中国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对象应为城市全域，即划

定中心城、新城、区县政府驻地、镇以及独立建设用

地边界。这其中，大都市边缘地区城镇是中国城镇

化过程中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一方面，由于大都

市核心地区建设用地逐渐饱和以及国家用地政策

的限制，大都市新增建设用地的需求逐渐向边缘地

区集中，各类新城、园区及独立建设用地往往不得

不选址在大都市边缘地区；另一方面，不同于中小

城市边缘区相对明显的城乡分界，大都市边缘地区

常存在较大范围的城乡过渡地带，这些地带中城

市、城中村、老旧工厂、农用地等混杂分布，土地节

约集约程度低。与此同时，大都市边缘地区城镇常

与山地、林地、水域等生态要素临近，建设用地增长

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比较激烈。因此，探索适用

于这类地区城镇开发边界方法，以引导城市合理有

序发展、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护资源生

态环境十分必要。

城镇开发边界的概念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提

出的城市增长边界（UGB）概念一脉相承 [6]。关于

UGB的具体含义和划定方法国内外已进行了长期

探讨。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际需求以

及国家部委对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工作的部署，中国

研究者对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方法及应用进行了较

为深入的探索。现有研究中，对于开发边界划定方

法主要有 3类[7]：一是“择优法”，即通过建设用地适

宜性[8]、生境质量[9]、基础设施水平[10]等指标对用地

条件进行评价，选取条件较优的用地划入开发边界

范围；二是“排除法”，即通过用地生态适宜性、生态

安全格局、资源环境承载力等指标，结合生态红线、

基本农田等明确的管制区，通过GIS叠置分析等方

法，划出不适宜进行开发建设的区域，从而倒推城

镇开发边界 [11- 14]；三是“模拟法”，即利用 Sleuth 模

型[15]、人工神经网络[16]、CA及相关模型[17,18,22,23]、蚁群

算法[19]、SD及CLUE-S模型[20]、转化及影响模型[21]等

各类数学模型等对城市未来的增长边界进行模拟

预测，基于模拟结果划定开发边界（表 1）。现有划

定方法存在的主要不足在于，一是划定依据过度强

调某一方面的要素而忽略了其他要素，容易造成划

定结果“一刀切”的后果。二是过度强调划定过程中

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过分依赖基于数学方法和客

观数据对未来的预测。城市规划是一项带有主观引

导性质的政策工具，在实际生产生活当中，专家学者

以及规划城镇当地居民基于主观经验对于影响城

市增长因素的判断具有重要价值，不应单纯地追求

客观而回避主观因素。此外，城市建设用地增长规

律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下不一定保持一致，特

别是在快速城镇化地区，不同时期建设用地增长的

速度和方式可能会存在很大差异，通过过去数据训

练的模型未必能很好应用于对未来的预测，多数模

型基于邻域的蔓延式城市增长的预测不一定符合

高水平土地集约利用的实际需求。

表1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主要方法和优缺点

Table 1 Main methods of delimiting urban growth boundary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划定方法

择优法

排除法

模拟法

划定依据或使用的模型算法

用地适宜性评价、生境质量评价、基础设施水平评价等

生态适宜性评价、生态安全格局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管

制区要素叠置等

CA模型、Sleuth模型、人工神经网络、蚁群算法、转化及影响模

型等

主要优缺点

1.有助于引导城市高效、有序开发建设

2.可能忽视某些要素，造成择优结果不够准确

3.对生态环境保护功能体现不足

1.对生态环境保护功能明确

2.缺乏对城镇开发的引导作用

1.能够科学地模拟预测未来城镇建设用地增长格局

2.缺乏对城镇开发的引导作用

3.忽视了主观经验对开发边界划定的作用

4.相对复杂，在实际工作中鲜有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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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开发边界实际划定工作当中，选取何种

方法需要根据划定目标城镇的实际情况进行选

择。本文重点研究大都市边缘城镇，这类地区常常

兼具新增建设用地需求较大、生态环境矛盾较大、

城镇内部用地效率较低等特征，因此在划定城镇开

发边界时应兼顾引导、保护和优化的功能。为尽可

能避免目前常用方法中存在的弊端，兼顾开发边界

的各项功能，提升方法的当地适用性，本文尝试应

用一种基于经济与生态双重视角的择优方法，以广

州市番禺区作为案例尝试划定其城镇开发边界。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

番禺区地处广州市中南部，是珠江三角洲的中

心腹地，北与广州市中心区相接，南与南沙区相连，

东与东莞市隔江相望，西与佛山市顺德区相邻，全

区面积约 530 km2，现辖 10个街道、6个镇。原为县

级市，2000年撤市设区，成为广州市辖区（图1）。

番禺区作为长期独立发展的城市，在2000年行

政区划调整前其中心城区发展与广州市城市发展

相对独立，空间上联系不是十分紧密。撤市设区之

后，在广州中心城区带动下，番禺北部地区城市化

建设加速，亚运村等众多大型建设项目落地番禺。

但番禺区辖区广大，下辖街道、镇、村众多，快速城

市化建设并未显著改变番禺原有的城乡格局，番禺

区大部分地区目前主要呈现一种城乡过渡、用地混

杂的空间格局。城市住宅、产业园区、旧城镇、旧村

庄、旧厂房、农用地等各类用地混杂分布，土地利用

效率较低，资源环境风险较高，且景观欠佳。因此，

番禺对于城市合理有序发展、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水平、保护资源生态环境的需求十分强烈。

2.2 研究方法

2.2.1 划定思路和方法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城市合

理有序发展、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护资

源生态环境。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即是要

求尽可能耗费更少的建设用地创造更大的社会经

济价值，而保护资源生态环境则是要求城市开发尽

可能减小生态环境成本。一块土地同时具备潜在

的经济开发价值和生态效益，判断土地是进行开发

建设还是开展保护，取决于该地开发建设可以带来

多少社会经济收益，也取决于该地对区域生态环境

起到作用的大小。因此，衡量不同土地经济价值和

生态效益的比较优势，根据比较优势大小判断开发

哪些土地而保护哪些土地，这是达成引导城市合理

有序发展、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护资源

生态环境目标的一个直观思路[24]。

由于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结果需要精确落实在

实际用地当中，因此在评价土地经济价值和生态效

益的比较优势时，应细化到具体的用地单元。将研

究区域分割成若干栅格，将每个栅格作为一个用地

单元。本文将番禺辖区按照25 m×25 m栅格进行分

割，剔除全部为河流水域的栅格后，共划分为

789361个用地单元。定义一个建设适宜性指数 S，

其值等于一个用地单元的经济价值与该单元生态

效益之比，即：

S = VEconomy /VEcology =∑αiCi /∑βj Pj （1）

式中：S为一个用地单元的建设适宜性指数；VEconomy

和 VEcology 分别为该用地单元的经济价值和生态效

益；Ci为第 i个经济价值因子（区位条件、交通条件、

用地条件等）的归一化值；Pj为第 j个生态效益因子

（生态斑块条件、生态廊道条件、生态基质条件等）

的归一化值；αi、βj为相应权重。

建设适宜性指数S属于一个自定义的比值型连

续变量，没有特定量纲，其值大小反映了用地单元
图1 案例区位置示意

Figure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264



2020年2月 曹 靖等：经济与生态双重视角下大都市边缘城镇开发边界划定

http://www.resci.cn

经济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之间的相对关系，分母

（经济价值）越大、分子（生态环境价值）越小，则S值

越大，越适宜进行开发利用，反之则越适宜纳入生

态环境保护范围。

由于计算结果中各栅格用地单元建设适宜性

指数S值大小差距可能较大，为使数字直观，在不改

变大小顺序的前提下，可对 S值进行取对数、放大、

取整变换。

S′ = int(1000 × log10S) （2）

式中：S′为变换后的建设适宜性指数。后文中提及

的建设适宜性指数均指根据式（2）变换后的指数。

基于S′值划定具体的开发边界范围需要确定一

定的阈值，这个阈值是建设适宜性指数 S′的一个特

定值，用地单元的建设适宜性指数若超过这个值，

则该用地单元纳入开发边界内，否则则归入开发边

界以外。确定该阈值的理想方法是依据S′值分布的

自然间断点，即S′值分布图中明显的“波谷”来确定，

这样阈值内外的性质差异性比较显著，划定的开发

边界具备较强的科学意义。但实际工作中，由于开

发建设的需要和政策的限制，阈值的确定需要和城

镇发展规模目标以及上级政府给定的建设用地规

模等相协调。

根据研究对象城镇的发展规模目标或者上级

政府给定的建设用地规模 Agoal ，计算出为纳入开发

边界内用地单元的S′值的阈值 S′threshold ，使得：

∑
i

S′≥ S′th re sh old

Ai = Agoal （3）

即：S′threshold = min( )S′ |
æ

è
çç

ö

ø
÷÷∑

i

Ai ≤ S′

Ai = Agoal （4）

式中：Ai为第 i个用地单元的面积；Agoal 为区域发展

目标建设用地规模或建设用地指标；S′threshold 为纳入

开发边界内用地单元的S′值的阈值。依据上式可根

据发展目标 Agoal 计算出相应的 S′threshold 值，根据

S′threshold 值确定开发边界范围。

ì
í
î

S′i ≥ S′threshold 用地单元i纳入开发边界
S′i < S′threshold 用地单元i不纳入开发边界

（5）

将所有建设适宜性指数S′≥阈值的用地单元进

行合并，剔除细碎图斑并将边界进行形状规整后，

即为开发边界范围。整体划定思路方法如图2。

2.2.2 经济价值评价方法与指标筛选

用地单元经济价值的计算可借鉴城镇建设用

地适宜性评价方法。20世纪中叶，美国景观规划师

McHarg提出“地图叠加法”[25]，基于该方法和GIS技

术创建的土地适宜性评价模型（Land Suitability

Evaluation Model，LSEM）在土地适宜性分析研究中

被广泛应用，并在不断拓展与完善[26,27]。

LSEM的构建包含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和确定因

子权重两部分[28]。用地单元经济价值评价指标可以

从区位因素、交通因素、用地条件等方面来选取。

对于大都市边缘地区，新增建设用地的需求除了地

区本身，同时也来自大都市核心区，因此其经济价

值与其距城市核心区远近密切相关。除此之外，根

据城市经济学理论和城市地价规律，用地单元与重

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城市居民点、交通枢纽、交通站

点等的距离越近，其经济价值越高。对于用地条件

自身而言，自然灾害发生率低、地势平坦、光照条件

好的地域其经济价值相对较高。基于上述分析，选

取区位因素、交通因素、用地条件 3个一级指标，与

城市核心区距离、与重要公共服务设施距离等10个

二级指标，建立用地单元经济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各指标的度量与计算方法见表2。

各因子权重确定的原则是权重尽可能体现该

要素在当地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就采用的因子设计

成小型问卷，对案例当地城市规划及管理领域的12

名专家及资深工作者进行了咨询式调查，要求受访

者就问卷中提出的各类因素对当地的影响程度大

小进行排序。基于问卷结果，根据因子累计排序按

比例计算权重，累计排序靠前的因子权重大，累计

排序靠后的因子权重小，并将上述赋值结果结合专

家意见进行了适当修正。对于连续型指标，本文采

图2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思路和方法

Figure 2 Technical roadmap of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ies delim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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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极大-极小值法对数据进行了归一化处理，个

别指标过于集中在某一区内，为加强区分度，在归

一化前对数据进行了指数或者对数变换，从而在不

改变大小顺序的前提下，尽可能使归一化之后的值

在0到1的区间内均匀分布；对于离散型指标，结合

指标特征和实际经验，通过分级赋值或分类赋值的

方式进行数据归一化。

2.2.3 生态效益评价方法与指标筛选

用地单元生态效益计算可借鉴绿色基础设施

评价（Green Infrastructure Assessment, GIA）方法。

“绿色基础设施”是一个由森林、水域、湿地、公园、

绿道、农场等自然区域和开敞空间相互连接的网

络，起到支持生物生存与迁徙、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为城市居民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等功能。“绿色

基础设施”在空间上由中心与廊道构成，包含天然

的和人工的绿色空间[29]。本文借鉴GIA方法中“斑

块—廊道—基质”的生境结构思想及空间数据多层

叠加法计算用地单元的生态效益。

绿色基础设施（GI）空间元素中的“斑块”一般

指大型植被覆盖区域或水域[30]。“廊道”的功能是将

孤立的中心连接起来，为生物、物质和信息提供流动

路径，并改善各中心之间的连通性，增长区域景观和

生态的稳定性[31]。“基质”是指斑块和廊道之外土地

的生态服务功能。等级和重要度越高、面积越大的

生态斑块和生态廊道对生态系统产生的效益越大；

对于单个生态斑块，形状越规则，其发挥生态效益

的能力越强，且实施保护的难度越低；对于生态基

质，不同土地覆被类型的生态服务功能不同，平地

相对于坡地而言具备更强的水土保持生态功能，植

被指数越高的用地单元生态效益越高，距离GI核心

斑块越近的用地单元生态效益越高。基于上述分

析，选取生态斑块、生态廊道、生态基质 3个层面下

表2 用地单元经济价值影响因子、权重及计算方法

Table 2 Influencing factors, weights, and calculation methods of economic value of land use units

价值类型

经济价值

因子类型

区位因素

交通因素

用地条件

因子

与城市核心区距离/km

与重要公共服务设施距离/km

与城市居民点距离/km

与机场/高铁站距离/km

与火车站/港口距离/km

与高速路出入口/地铁站距离/km

与城市道路距离/km

地质灾害易发性

坡度

坡向

权重

0.140

0.105

0.105

0.135

0.090

0.135

0.090

0.080

0.080

0.040

计算方法

计算与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中心区的距离

计算与最近的综合性医院或中小学的距离

计算与最近的国有已建住宅用地的距离，不含集体所有土地内的村民住宅

计算与最近机场或高铁站的距离

计算与最近火车站（不含高铁站）或港口的距离

计算与最近高速路出入口或地铁站的距离

计算与最近的城市规划主次干道的距离

分级赋值

分级赋值

分类赋值

地质灾害分区

不易发区

低易发区

中易发区

高易发区

赋值

1.0

0.7

0.3

0.0

坡度级

Ⅰ
Ⅱ
Ⅲ
Ⅳ
Ⅴ

赋值

1.0

0.8

0.4

0.2

0.0

坡向

平地、南

东南、西南

东、西

东北、西北

北

赋值

1.0

0.8

0.6

0.3

0.0

266



2020年2月 曹 靖等：经济与生态双重视角下大都市边缘城镇开发边界划定

http://www.resci.cn

重要度、面积、土地覆被、坡度、归一化植被指数等9

项指标建立用地单元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各指

标的度量与计算方法见表3。各指标权重赋值以及

数字归一化方法同上文经济价值评价部分。

2.3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居民点、公共施设、交通枢纽、交通

站点、道路等数据来源为番禺区数字化现状图

（2017年）以及广州市番禺区综合交通规划；地质灾

害分区数据来源于广州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坡

度、坡向数据自DEM数据中提取，DEM数据来源为

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生态斑块数据来源于番禺区

政府组织划定的林业生态红线、番禺区生态控制线

以及番禺区数字化现状图（2017年），生态廊道数据

来源为广州市生态廊道相关规划；土地覆被类型数

据来源为番禺区土地利用变更调查（2017年）；NDVI

数据基于 Landsat-8 卫星影像相关波段进行计算

获得。

3 结果与分析
3.1 用地单元建设适宜性指数计算结果

用地单元开发适宜性指数及其构成因子计算

结果如图3。其中，图3a-3g中各用地单元的值分别

由其与广州城市核心区、重要公共服务设施、城市

居民点、交通枢纽、重要交通节点及干道等要素的

距离决定，距离相应要素越近的用地单元经济价值

越高，反之则越低，因而各图呈现的空间格局可以

明显体现出相应要素的空间分布。图 3h-j分别体

现了地质灾害易发性以及坡度、坡向对用地单元经

济价值的影响，由图可见，番禺区地质灾害易发性

为中部、北部和西南部低，东、南、西部外围地区高；

番禺区大部地势平缓、坡度较小，多为平地或低矮

山丘，只有大夫山、莲花山、大象岗等少数山地范围

内坡度偏高。图3k为图3a-3j按权重叠加后形成的

用地单元经济价值分布，由图可见，番禺区用地单

元经济价值总体呈北高南低、中部高东西低的格

局，经济价值最高地区位于北部洛溪岛、大学城、大

石街道、南村镇范围，以及中部区政府周边。图3l-
3n分别为生态斑块、生态廊道、生态基质相关要素

按权重叠加后形成的用地单元生态价值分布图，图

3o为图3l-3n按权重叠加后形成的用地单元生态价

值分布，由图可见，生态价值高的用地单元主要分

表3 用地单元生态效益影响因子、权重及计算方法

Table 3 Influencing factors, weights, and calculation methods of ecological value of land use units

价值类型

生态效益

因子类型

生态斑块

生态廊道

生态基质

因子

重要度

面积/m2

形状

重要度

面积/m2

土地覆被类型

坡度

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

与GI核心斑块的距离/km

权重

0.30

0.15

0.05

0.15

0.05

0.12

0.03

0.06

0.09

计算方法

分级赋值

生态斑块面积

以圆为参考几何形状计算斑块形状指数

分级赋值

生态廊道覆盖面积

分类赋值

分级赋值

应用卫星影像相关波段值计算

计算与最近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高标准基本农田、一级水源保护区的距离

生态斑块类型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高标准基

本农田、一级水源保护区

城市公园、山林、非高标准基本农

田、二级水源保护区

赋值

1.0

0.5

生态廊道类型

区域生态廊道

组团生态廊道

赋值

1.0

0.5

参考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32]

坡度级

Ⅰ
Ⅱ
Ⅲ
Ⅳ
Ⅴ

赋值

0.00

0.25

0.50

0.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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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开发适宜性指数及其构成因子计算结果

Figure 3 Development suitability index and indicator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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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大夫山自然保护区、大象岗森林公园、东南部

连片永久基本农田等重要的块状生态设施范围内，

以及连通重要生态设施的廊道范围内，上述范围之

外自身生态价值低、距离生态斑块、生态廊道远的

用地单元生态价值较低。图 3p中用地单元值为该

用地单元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之比，体现了双重视

角下用地单元的建设适宜性。

基于式（1）、（2）进行计算，789361 个用地单元

中 S′最高值为 3069，最低值为-436，中位数为 804。

由图 4 可见，多数用地单元的 S′值分布于-200 到

1600这一区间内。S′值 800左右是最明显的波谷，

可以用来当作区分开边界内外的重要参考节点。

S′较高的区域与现有建成区吻合程度较高，主

要分布在现状建设用地及其周边，番禺东北部、西

部部分条件良好、被当地作为战略用地储备、目前

尚未建设的用地单元也在 S′高值范围当中。而 S′
较低区域则充分体现了生态要素，包含了山林、水

源保护区、生态廊道、永久基本农田等。

将 S′值和现状建设用地进行对比发现，S′值较

高、现状非建设用地的用地单元主要分布在东部的

化龙、石碁、新造等几个镇，以及西部广州南站周边

等区位条件和自然条件良好，但开发建设强度尚且

不高的区域，具备较高的开发价值。S′值较低、现状

为建设用地的用地单元主要位于中部生态廊道范

围以及西南水源保护区范围之内，这些现状建设用

地多为旧村庄和旧厂房，其中旧厂房可以逐步清

退，回归生态用地或农业用地，旧村庄可以逐步组

织搬迁，或在严格限制不新增建设量的情况下，通

过城市更新予以保留。

3.2 建设适宜性指数阈值的确定

基于S′值划定具体的开发边界范围需要确定一

定的阈值。理论上最佳阈值应该能够使S′值位于阈

值两侧的用地单元性质差异尽可能显著，因此该阈

值应位于S′值分布的自然间断点处。如前文所述，此

时番禺开发边界划定所采取的S′值应为800左右。

但是对于大都市边缘城镇而言，由于其对自身

建设用地规模以及城镇发展目标缺乏足够的自主

性，而是与国家政策以及所属都市的发展战略、发

展重点密切相关，发展预期对于外界影响十分敏

感，缺少稳定性。因此，根据不同发展预期的情境

划定不同的开发边界，对于此类地区显得尤为重

要。由前述分析可见，S′值计算完成后，可以据此在

不同的发展预期情境下，通过设定不同阈值确定不

同大小的开发边界，从而形成相应的划定方案。

番禺区当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指标

约为240 km2，若未来采取严格限制建设用地增长的

政策措施、全区建设用地面积长期保持现有水平，

根据式（4），相应的建设适宜性指数阈值为840。在

此情境下，将 S′值超过 840的用地单元纳入开发边

界内，将 S′值小于 840的用地单元划入开发边界之

外，经过细碎图斑处理后形成开发边界线，划定结

果如图5a。在此方案下，开发边界可以为城市提供

约65 km2可供新增建设用地选址的空间，同时除交

通用地外，约 43 km2 现状建设用地位于开发边

界外。

番禺区承担了广州南站、广州国际创新城等多

项市级大型建设项目及其周边开发建设任务，未来

仍有可能获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若预期城镇建

设规模扩大，则相应地，纳入开发边界内的建设适

宜性指数阈值会出现下降。假设未来番禺区建设

用地规模有15 km2的新增量，即城镇预期建设规模

为 255 km2，则式（4）计算出建设适宜性指数阈值约

为730，划定结果如图5b。该方案下，开发边界可以

为城市提供约 77 km2可供选取的新增建设用地空

间，同时除交通用地外，约 42 km2现状建设用地位

于开发边界以外。

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由于国家对大城市建设

用地的严格管控，以及番禺区建设用地现状与指标

倒挂的现实，减量规划有可能成为未来的趋势。若

预期城镇建设规模缩小，则相应地，纳入开发边界

内的建设适宜性指数阈值会出现上升。假设未来

番禺区建设用地规模需要减量 10 km2，即城镇预期

图4 S′值分布统计

Figure 4 Statistic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uitability index

values of land use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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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规模缩减为230 km2，则此时算得建设适宜性指

数阈值约为 894（图 5c)。在此方案下，划定的开发

边界仍能够提供约 61 km2新增建设用地的选址空

间，但位于开发边界外需要清退建设用地的任务随

之增加，除交通用地、重要公共设施等不易清退的

建设用地，有约45 km2现状为旧村镇、旧厂房、违法

建设等建设用地位于开发边界以外。

3.3 划定结果分析

通过开发边界划定结果与现状建设用地之间

的对比，以及不同开发边界划定方案之间的对比来

对上述划定结果进行分析。

由图5可见，不论在何种发展预期下，开发边界

划定结果均呈现出类似特征，即生态廊道体现明

显，将番禺区建设用地分隔为若干组团，且连片的

建设用地中有足够的“生态留白”。与现状建设用

地相比，开发边界划定结果的主要差异之处在于：

将位于番禺东北部化龙镇、新造镇、石楼等镇，以及

西部广州南站周边大量地理条件良好的现状非建

设用地纳入了开发边界范围当中，这与广州市整体

发展规划向吻合，为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提供了充足

的用地保障；同时，将位于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

区、高快速路等内部及周边的现状建设用地纳入了

开发边界范围之外，纳入开发边界范围之外的现状

建设用地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之

外，主要为旧厂房、旧村庄，以及个别城市住宅区，

此类建设用地或者经济效益低，或者生态环境风险

大，应予以严格限制进一步开发，并制定计划逐步

退出建设用地，恢复生态用地或农业用地的状态。

可见，开发边界划定结果与现状建设用地之间的差

异，使得开发边界优化城市建设空间格局、提高城

市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等功能得以体现。

对比在 3 种不同发展预期下开发边界划定方

案，可以看出，总体格局上各方案差异不大，方案间

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中间地带”，即经济价值和生态

效益同时较高或较低的用地单元的取舍。方案间

具体差异之处主要包括：地形条件良好但交通条件

不够便利的荒地、交通条件良好的低矮山丘及鱼

塘、各类条件都相对较好的优质耕地、靠近自然保

护区或生态廊道的现状建设用地等，在阈值设置越

低的方案中，此类用地更多地被纳入开发边界范围

以内，反之则更多地被纳入开发边界范围以外。这

种差异充分体现了本文采用划定方法的特色，即可

以根据发展目标灵活确定开发边界范围大小，优先

选择经济价值高、生态环境价值低的用地单元纳入

边界内，在确有需求的情况下，将位于“中间地带”

的用地单元纳入开发边界内。

4 结论
本文基于经济与生态双重视角，尝试对广州市

图5 不同阈值下开发边界划定结果

Figure 5 Development boundary delimitation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thres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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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区这一典型大都市边缘城镇的城镇开发边界

进行划定。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现有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方法多存在划定依

据过度强调某一方面的要素而忽略了其他要素等

不足，使得划定结果更加偏重于引导城镇发展或保

护生态环境中的某一方面。大都市边缘城镇常常

兼具新增建设用地需求较大、生态环境矛盾较大、

城镇内部用地效率较低等特征，因此在划定城镇开

发边界时应兼顾引导、保护和优化的功能，通过开

发边界的划定来引导城市合理有序发展、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护资源生态环境。

（2）从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双重视角入手，定

义了一个建设适宜性指数，该指数为用地单元的经

济价值和生态效益量化计算后的比值，建设适宜性

指数高的用地单元更适合纳入开发边界以内，反之

则更适合纳入开发边界之外。可以根据城镇发展

的规模预期设定合适的建设适宜性指数阈值，从而

形成相应面积大小的开发边界划定方案。番禺区

建设适宜性指数较高的区域多为现状建设用地以

及战略储备用地。建设适宜性指数较低区域主要

包含了山林、水源保护区、生态廊道、永久基本农田

等。该方法综合考虑了经济和生态两个方面，并且

具备一定灵活性，适宜在大都市边缘城镇的开发边

界划定工作中采用。

（3）在建设用地规模保持不变、有所增加、有所

减小等 3种不同发展预期下，对番禺区城镇开发边

界分别进行划定，得出 3 种预期下相应的划定方

案。结果显示，开发边界划定结果中生态廊道体现

明显，将番禺区建设用地分隔为若干组团，且连片

的建设用地中有足够的“生态留白”。开发边界划

定结果与现状建设用地存在一定差异，这有助于引

导优化城市建设空间格局、提高城市土地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水平。3种不同发展预期下开发边界划定

方案的差异主要在于对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同时

较高或较低的用地单元的取舍。

番禺区在城镇开发边界划定以及城市建设实

际工作当中，应尽量避免被现状建设用地格局所过

分制约，应该主动优化当前的空间格局，在选取经

济价值高、生态效益低的用地进行开发建设的同

时，对于经济价值低、生态风险高的现状建设用地

有计划地逐步清退。应充分发挥城镇开发边界的

引导作用，而不是单纯地让开发边界和现状相符，

减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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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miting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ies in metropolitan
fringe with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A case study of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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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limiting the boundary of urban development can help to protect important ecological

areas and natural resources, guide the efficient and orderly construction, prevent inefficient spread,

optimiz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l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intensive use. This study defined a construction suitability index based on the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Through the calcul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suitability index

of landuse units and the setting of thresholds, the development boundary of Panyu District, a

typical metropolis fringe town in Guangzhou City, was delimited. Under three different developing

scenarios, three corresponding delimitation schemes were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reas

with high construction suitability in Panyu District coincidence with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land.

Some of the unconstructed landuse units with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east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Panyu, which are used as strategic land reserves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lso have high construction suitability. The areas with low construction suitability

mainly include mountain forests,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areas, ecological corridors, permanent

basic farmlands, and so on. In the resulting delimitation of development boundaries, ecological

corridors are clearly identified. The construction land in Panyu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groups, and

there is enough“ecological space”within the contiguous construction land.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delimitation results and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land,

which can be used to guide and optimiz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urban l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intensive us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hree

delimitation schemes under different developing scenarios mainly lie in the allocation of landuse

units with high or low economic value and ecological benefit at the same time. These landuse units

locating in the“middle zone”and are not the first choice for construction, but can be included

within the development boundary as an alternative if there is a need.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because of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function of guidance, protection and

optimizat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delimiting the development boundary of

metropolis fringe towns. The method of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delimitation in this paper

considers both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aspects, and has certain flexibility, which is suitable for

application in metropolis fringe towns.

Key words: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ies; metropolitan fringe;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green infrastructure;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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